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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法修订中的“用户创造内容”问题
———以中国内地与香港的比较为视角＊

刘　颖＊＊　何天翔＊＊＊

内容摘要：“用户创造内容”是随着互联网以及相伴而来的兴趣社区的出现而引发的一种人类创作活动。
不论按中国内地法律还是按香港地区法律，多数“用户创造内容”创作行为存在侵犯著作权人专有权利的可
能。但是，“用户创造内容”也与著作权保护例外制度与司法实践中发展出来的“转换性使用”密切相关。为
应对数字和网络技术对传统著作权制度带来的挑战，中国内地启动了对《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订，于２０１４
年６月公布了《送审稿》，对著作权保护例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香港地区于２０１４年６月提出了《２０１４
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２０１４年草案》既通过规定“向公众传播方式侵犯版权”，将所规制之侵权传播行
为由仅限于有线、无线和广播等特定形式的传播，扩张至以任何电子形式进行的传播，又规定了戏仿、讽刺、
营造滑稽和模仿等版权保护例外。与内地《送审稿》之权利限制相比，香港《２０１４年草案》更为合理，值得借
鉴。就戏仿等之外其他形式的“用户创造内容”，著作权人应提前介入版权产品的市场化阶段，与“用户创造
内容”创作者达成良好的沟通与合作。通过转换商业模式、利用授权许可以及“声明”等综合性手段，著作权
人才能实现与“用户创造内容”创作者的共赢。
关键词：用户创造内容　著作权合理使用　《著作权法》修订　《版权条例》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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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用户创造内容”（ｕｓ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ｓｅｒ－ｃｒｅ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简称 ＵＧＣ）是随着互联网以及相伴
而来的兴趣社区的出现而引发的一种人类创作活动。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简称ＯＥＣＤ）２００６年发布的有关“用户创造内容”的报告中的定义，“用户
创造内容”指公众通过互联网可以获得的、反映了一定程度创意努力（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ｏｒｔ）的、非专业人士创作的
内容。① 有学者为认定ＵＧＣ创作行为合法性之目的，将ＵＧＣ限定在“增加了新表达、新意义、新功能”的范
围内，从ＵＧＣ创作行为构成转换性使用的角度进行了研究。② 但是，用户利用版权作品进行再创作而生成
的各种形式的新内容，既包括构成转换性使用的新创内容，也包括并未丧失“作品同一性”、难以被判定为转
换性使用的新创内容，而由于后者涉及到大量的事实上违法却难以处理的新创内容，其所引发的著作权问题
似乎影响更广。

“数字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运用，改变了作品创作和传播方式，著作权传统保护制度面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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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贸易中的数字知识产权执法研究”（批准号：１３ＢＦＸ１５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项目“《反假冒贸易协定》中数字知识产权问题研究”（批准号：ＧＤ１２ＣＦＸ０３）和香港城市大学启动项目“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７２００５４７／ＳＬＷ）的成果之一。

暨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助理教授。

ＯＥＣＤ，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ｖｅ　Ｗｅｂ：Ｕｓｅｒ－ｃｒｅ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ＳＴＩ／ＩＣＣＰ／ＩＥ（２００６）７／ＦＩＮＡＬ，ｐ．４，载 ＯＥＣＤ官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ｅｃｏｎｏｍｙ／３８３９３１１５．ｐｄｆ，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３日。

熊琦：《“用户创造内容”与作品转换性使用认定》，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中国内地启动了对《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订。③ 国务院法制办于２０１４年６月６日
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送审稿》对与戏仿等 ＵＧＣ密
切相关的著作权保护例外进行了修订，“以有效遏制侵权行为”。④ 同样为回应数字时代的冲击，香港地区着
手对《版权条例》进行修订，⑤并于２０１４年６月提出了《２０１４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以下简称《２０１４年草
案》）。与中国内地不同的是，《２０１４年草案》既增加了第２８Ａ条“以向公众传播方式侵犯版权”之内容以加强
对版权人的保护，又增加了包括戏仿（ｐａｒｏｄｙ）、讽刺（ｓａｔｉｒｅ）、营造滑稽（ｃａｒｉｃａｔｕｒｅ）和模仿（ｐａｓｔｉｃｈｅ）在内的
版权保护例外。⑥

但是，仅靠修法并不能解决形式各异的ＵＧＣ问题，特别是并未丧失“作品同一性”的 ＵＧＣ问题更难以
妥善解决。在数字时代，两地面临类似的ＵＧＣ问题。一个综合的、有赖于不同主体于不同阶段采取措施来
应对的综合性解决方案，才有可能全面地解决ＵＧＣ问题。

一、中国内地和香港的ＵＧＣ发展

从历史来看，“二次创作”并非全新的事物，其与著作权法上的演绎作品创作具有相当程度的重合。在人
类进入数字时代之前，“二次创作”就早已存在。高鹗续写《红楼梦》、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对
普鲁塔克文本的疑似“重述”，⑦均为典型的二次创作。上述ＯＥＣＤ报告有关“用户创造内容”的定义，其独特
之处就在于“非专业人士创作”的限制。在前数字社会，获取知识的途径、书写的能力以及传播的渠道这些创
造、推广作品的最重要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被特定的阶层垄断，导致“非专业人士”的创作难以广为人知。
但在数字时代，不仅技术的发展使得更多作品种类能够被数字化并被用于创作，而且数字技术的发展也极大
地降低了创作工具的成本，加上互联网为此提供了最为便捷的传播渠道，三者的结合使得创作的门槛大幅降
低，而教育的普及和精细化也使得具有才能的创作者不断涌现。此外，合理使用等版权例外规则的存在，也
使得许多ＵＧＣ创作者敢于“铤而走险”，未经授权利用他人作品进行创作和改编。具有相同爱好的群体的
汇集，不仅使得人群按专业细分变得可能，也有助于公民参与意识的强化，进而形成了一股能够影响立法的
力量，这在香港修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自中国内地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开展宽带服务普及化以来，至今已有２０余年。在这段时间里，ＵＧＣ以

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发展，不仅涵盖从技术性要求最低的文字衍生作品到需要精细制作的影视衍生作品，更
催生出各类相关的网络社群和兴趣团体。在香港，ＵＧＣ的发展亦不容小觑，不仅各类网络社群不断涌现，部
分团体和创作者甚至组成“键盘在线”（Ｋｅｙｂｏａｒｄ　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等网络联盟来发表意见，积极参与了修法议程。
根据目前两地ＵＧＣ的发展情况，可以大致将现存的ＵＧＣ形式分为以下五类：

１．字幕组翻译。字幕组（ｆａｎｓｕｂ　ｇｒｏｕｐｓ）指通过技术提取在国外率先发行的录像制品中的字幕并进行翻
译再在网上单独传播分享翻译过的字幕文件，或者传播包含字幕的视频文件之爱好者群组。字幕组翻译在
我国内地的流行，可以追溯至２０００年左右。由于语言之间的巨大区别，字幕组翻译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许多国外的影视作品在国内的流行得益于字幕组的“推广”。香港亦不例外。对漫画等图形作品所含文字的
翻译与字幕组的翻译行为类似，爱好者往往通过扫描的方式将漫画书籍数字化，再翻译并覆盖原对话框内的
文字，然后在网上分享翻译后的复制件。

２．文字续写和图画续画。文字作品的续写行为在国外被称为粉丝小说（ｆａｎｆｉｃｔｉｏｎ）创作或同人创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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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的说明，载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４－０６／

１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６９７７０１．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３日。

同上注。
《立法会参考资料摘要—版权条例（第５２８章）—２０１４年版权（修订）草案》附件 Ｈ，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商务及经

济发展局工商及旅游科官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ｅｄｂ．ｇｏｖ．ｈｋ／ｃｉｔｂ／ｄｏｃ／ｓｃ／ＬｅｇＣｏ＿Ｂｒｉｅｆ＿２０１４＿ｃ．ｐｄｆ，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２３日。

我国内地和香港对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一词的翻译不同，且我国《著作权法》第５７条规定：“本法所称的著作权即版权。”因此，

本文将在同义语境下交替使用著作权和版权二词。
［美］理查德·波斯纳：《论剽窃》，沈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６０－６３页。



热爱特定作品的爱好者利用原作品中的角色、背景等元素进行的再创作。在中国内地，典型的例子为宝树未
经刘慈欣授权续写《三体》系列所产生的续集，以及盗版写手续写《哈利·波特》系列所产生的《哈利波特与黄
金甲》、《哈利波特与豹走龙》、《哈利波特与怪角兽》、《哈利波特与瓷娃娃》等。⑧ 许多爱好者直接在大型社交
网络上免费传播自己的续写作品，数量之大让版权人应接不暇。在日本，有一种被称为“同人志”（ｄｏｕｊｉｎｓｈｉ）
的续“画”创作，亦即粉丝利用所喜爱的漫画中的角色创作出新的漫画。“续画”与“续写”十分相似。但是，由
于图画作品的特征，要使得读者辨识出原作品就必须最大程度地还原原作品的画风，这就使得续画作品与原
作品存在高度相似性。这类续写、续画类的创作，已经在大陆和香港形成了相当稳定和成熟的爱好者社群，
他们创作完毕后，即会在网上分享并传播。

３．视频拼接。视频拼接（ｍａｓｈ－ｕｐｓ），是指将来自不同影视作品的片段杂糅耦合组成的新视频内容。
视频拼接可分为粉丝视频（ｆａｎｖｉｄｓ）、动漫音乐视频（ＡＭＶ）和戏仿视频（ｖｉｄｅｏ　ｐａｒｏｄｙ）等不同形式。粉丝视
频的制作者往往关注某特定作品或者明星，并收集整合来自不同作品的视频片段制作新的视频。除了制作
主体是粉丝而非版权人之外，与商业领域电影发布前会推出的预告片（ｔｒａｉｌｅｒ）的行为基本相同。动漫音乐
视频也与之类似，只不过是完全以动漫作品为创作素材而已。戏仿视频，是指为进行批评或评论活动通过拼
接音视频片段而制作的视频。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以下简称《馒头》）是典型代表。另外还有一种
常见的翻唱视频（ｃｏｖｅｒ），即记录爱好者未经授权表演受版权保护音乐作品之视频。除了内地旭日阳刚组合
翻唱汪峰的《春天里》视频外，⑨在香港还出现一种通过对歌词进行戏仿并演唱、借以表达政治态度的改词翻
唱视频，如《刻不容缓———立法会版》等。制作者录制完视频后，通常会上传至视频平台以达传播的目的。

４．图片截取及改图。图片截取及改图往往涉及到对现有版权作品片段的利用。中国内地、香港常见的
类型有截取利用影视作品中演员夸张的表演片段，制作静态图片或者动图并配以文字，在微信等网络通讯工
具交流中或作为“表情包”来使用。例如演员周杰在电视剧《还珠格格》中的系列夸张表情，又如演员张学友
在电影《旺角卡门》其中一幕中所表现出的不屑表情等。图片截取及改图还有将公众人物在新闻采访中出镜
的画面截取揉合并配以文字，以达到戏仿、评论等政治目的。

５．涉版权作品的直播。在网络直播中，许多直播行为都涉及版权作品，如直播唱歌、直播打游戏等。在
中国内地，直播行业的发展已经进入黄金期，根据艾瑞咨询公布的《２０１８年中国游戏直播行业研究报告》，中
国游戏直播平台的市场规模在２０１８年将超１４１亿元。瑏瑠 在香港地区，著名游戏主播伍公子通过录制自己打
游戏的视频并配以评论再发至视频网站获得了大量关注，之后则选择通过网络直播展示自己打游戏的过程
和评价。许多表演型的主播在与受众交流的过程中，也会随机翻唱受版权保护的作品。

二、中国内地和香港的ＵＧＣ版权立法争议

在缺乏一个全面的、合理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ＵＧＣ必然会野蛮生长且引发版权侵权问题。就上述五
种形式的ＵＧＣ而言，几乎每种形式在两地都存在版权侵权的可能。

（一）中国内地
字幕组翻译涉及翻译权的问题。翻译权属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权人享有的经济权利之一。根

据我国《著作权法》第１０条第１款第（１５）项，如果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擅自翻译他人电影字幕，就涉嫌侵犯
翻译权。字幕作为剧本的组成部分，无疑受到著作权法保护。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１２条，即使翻译者对
翻译作品享有著作权，其行使也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而字幕组进一步将翻译件在网络上传播，则涉嫌
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虽然我国《著作权法》第２２条列举了一系列著作权例外，但没有任何一项能够将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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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０日。

艾瑞咨询：《２０１８年中国游戏直播行业研究报告》，载艾瑞咨询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ｍ．ｃｎ／Ｄｅｔａｉｌ／ｒｅｐｏｒｔ？ｉｄ
＝３２５４＆ｉｓｆｒｅｅ＝０，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０日。



组的翻译行为正当化。此外，考虑到大部分字幕均通过压缩合并技术与视频或漫画捆绑传播，对原作品进行
的复制以及传播行为存在侵犯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可能。而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权保护
例外，也难以涵盖这种以传播为目的的侵权行为。
文字续写和图画续画行为涉及我国《著作权法》第１０条第１款第（１４）项规定的改编权，即控制在保留原

作品基本表达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原作品创作出新作品的行为的权利。瑏瑡 据此，爱好者若想将其创作建立在
既有作品已经建立的角色、情节、模式之上，就必须要获得原作者的授权。此外，爱好者随后将复制件在网上
传播的行为则可能侵犯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但是，续写以及改编的特点在于其是利用了既有的著
作权元素进行的再创作，而非简单的文体或内容形式的转换。此时对是否侵权的判断，就不能仅看是否“有
借”，而是看“借了多少”，亦即是否存在实质性相似。就文字作品而言，借用多少就决定了行为究竟是“借用
但不构成侵权”，还是“借用同时构成侵权”。在许多二次元社群中流行的所谓“平行宇宙”（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ｅ）创作（即仅用角色名，其他原作元素一概抛弃）则可能不构成著作权侵权。瑏瑢 在金庸诉江南等侵犯著作
权纠纷一案中，广州市天河区法院认为，《此间的少年》仅存在对金庸的系列作品中角色名称的使用而并未大
幅度借鉴金庸作品中相关人物性格特征、人物关系及故事情节，从而不构成著作权侵权。瑏瑣 这其中所反映的
规律是，“致敬”的成分或引用的成分与侵权的可能性成正比：引用的部分来自于原作品越少，侵权的可能性
就越小；引用的部分占的比重越大，那么其侵权的可能性就越大。
而在同人志等漫画续画的情况下，“致敬”就必然要求重现原作品的角色，因为作者不仅不想隐瞒，而且

为凸显其衍生作品的特征而再现原作品。在我国，动漫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受著作权法保护。根据我国法院
的相关判决，动漫作品中的角色形象由于足够具体，也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因此仅是借用或重现了
角色的形象就已经涉嫌侵权。瑏瑤 如果不存在特殊的理由，这种未经许可对他人作品实质性部分的利用就必
然构成侵权，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权保护例外难以为创作并传播这类续画作品的行为提供保护。
视频拼接是利用其他作品的片段进行创作并传播的行为。此类行为涉及到侵犯所涉作品的复制权、改

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例如，在网上传播翻唱的视频，可能会因为其中利用了完整的版权作品而涉及侵权，
而如《馒头》等作品则涉及利用来自多个版权作品的片段进行拼接、杂糅。各类不同的视频拼接方法则可能
涉及到对不同类型的著作人身权及财产权之侵犯，在大幅度利用既存作品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获得原作品作
者的授权，涉嫌侵权自无疑问。近年来，我国法院开始援引“转换性使用”（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ｕｓｅ）这一源自美国
合理使用原则的概念，来判断一些在我国《著作权法》第２２条所列之１２项例外情况之外的使用方式是否属
于合理使用。瑏瑥 因此，如果视频拼接利用了原作品的实质性部分，除非被认定为司法实践中发展出来的“转
换性使用”，或者为《著作权法》“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
的作品”的著作权保护例外所涵盖，否则很难援引著作权例外的规定来抗辩。
就图片截取及改图而言，根据其所截取的素材不同，行为的性质也会不同。如果传播的图片素材截取自

受著作权保护的视听作品，由于考虑到通常电影的拍摄一秒即可产生２４帧图片，因而从著作权法原理上来
看，一般而言，一部电影内的单帧截图由于不构成具体的表达，无法被看作是一个单独作品来对待。而如果
借鉴内容在原作品中所占比例也极小，在实践中，法院很有可能受到这一比例的影响，判定侵权不成立。瑏瑦

除非截图被认为构成影片的实质性部分，否则二次创作人可以利用“适当引用”的例外作为抗辩理由。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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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迁：《著作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０６页。

孙战龙：《网络同人小说的权利界定》，载张平主编：《网络法律评论》（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７０页。
“金庸诉江南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２０１６）粤０１０６民初１２０６８号。

参见“美国沃尔特·迪斯尼公司诉北京出版社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１９９４）中经知初字第１４１号；“圆谷株式会社诉
上海豫园公司”案，（２０００）沪高知终字第４３号。

参见“吴锐诉北京世纪读秀技术有限公司”案，（２００７）海民初字第８０７９号；“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诉新影年代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案，（２０１５）沪知民终字第７３０号；“王莘与北京谷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谷歌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２０１１）一中
民初字第１３２１号、（２０１３）高民终字第１２２１号；“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诉广州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
正当竞争纠纷”案，（２０１５）粤知法著民初字第１６号。

崔国斌：《著作权法：原理与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６７２页。



所利用的原作品本身即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画作，在其仍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下，任何对原作品整体的利
用、改编和随后的网络传播行为，都必然要获得原作者的授权，否则就存在侵权的可能。这些行为既不属于
《著作权法》第２２条第１款第（１）项规定的“个人使用”，也不符合第（２）项规定的“适当引用”的要求，难以作
为法定的抗辩事由。
直播所涉版权问题较为复杂。在网络才艺直播过程中翻唱受著作权保护的歌曲、转播热播电影和剧集

要先获得权利人的许可，否则即为侵权。例如，直播翻唱行为涉嫌侵犯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而非“信
息网络传播权”或“表演权”。这是因为立法的缺失，导致网络直播演唱歌曲的行为无法被“信息网络传播权”
（要求交互式传播）以及“表演权”（仅包括“现场表演”以及“机械表演”）等著作权权项所覆盖，而只能由“其他
权利”这一兜底权利所规制。瑏瑧 在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诉珠海多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
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北京市海淀区法院２０１７年８月判定ＹＹＨＤ软件中的主播直播了热播的《盗墓笔记》
剧集，没有获得该剧权利人许可，构成直接侵权行为。瑏瑨 如直播打游戏，则依据游戏本身的性质以及主播在
玩游戏时是否存在独创性贡献等不同因素而使直播行为有不同的性质，难以一概而论。游戏作品本身包含
的内容可能分别落入计算机程序、文字、美术、音乐、电影等众多作品类别，瑏瑩直播过程中主播的操作以及解
说则很可能为游戏画面作出了独创性贡献，且直播游戏画面的行为可能会牵涉到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
利”。瑐瑠 是否属于合理使用的判定，则仍需要结合个案细节来分析。瑐瑡 在中国内地大环境下，网络主播通常以
平台雇员的身份行事，考虑到其所能创造的商业利益十分可观，这种商业性运营的行为，无疑为主播利用版
权作品的行为援引版权例外增加了难度。
在中国内地，国家版权局早在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１日就公布了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的草案，瑐瑢以向社

会各界征求修改建议和意见。目前的《送审稿》是草案的第三个版本。在《送审稿》中，与 ＵＧＣ密切相关的
著作权权利限制有许多实质性的变化。首先，现行《著作权法》第２２条第１款第（１）项所列个人使用例外的
表述是“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送审稿》第４３条第１款第（１）项将其修改
为“为个人学习、研究，复制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的片段”。不仅“使用”被替换为范围更窄的“复制”，而且所
使用的作品部分被明确限制为“作品的片段”，而非整个作品。与戏仿等 ＵＧＣ关联更大的是《著作权法》规
定的引用例外。《著作权法》第２２条第１款第（２）项有关引用例外的表述是“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
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送审稿》第４３条第１款第（２）项在其后添加了“引用部
分不得构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或者实质部分”的限定，极大地限制了引用例外的适用范围，使得许多类型的

ＵＧＣ难以再被囊括在引用例外之内。《送审稿》第４３条增加了第２款“以前款规定的方式使用作品，不得影
响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对合理使用的范围进行了限制。此外，《著
作权法》第２２条规定有１２种合理使用，《送审稿》第４３条第１款增加了第（１３）项“其他情形”，以及增加了一
个类“三步检验法”作为第４３条第２款，两者合并构成了一个开放性的合理使用判定模式，在理论上可以为
所列１２种例外情形之外的其他情形提供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合理使用制度的灵活性。虽然从表
面上看，这一增设对保护ＵＧＣ有利，但由于《送审稿》仍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瑐瑣其中关于新增设的开放性合
理使用模式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虽然根据国家版权局《关于印发＜版权工作“十三五”规划＞的通
知》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务院２０１８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著作权法》的修订工作均赫然在列，
但至今仍未有启动进一步立法机制的确切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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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此问题的具体讨论，参见王迁：《网络主播在直播中演唱歌曲的法律定性》，载《中国版权》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黄晓宇：《主播直播网剧，平台被判侵权》，载《北京晨报》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３日第Ａ０３版。

崔国斌：《认真对待游戏著作权》，载《知识产权》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参见“安乐影片有限公司诉北京时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案，（２００８）二中民初字第１０３９６号；“上海观视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诉上海聚力传媒技术有限公司”案，（２００８）浦民三（知）初字第４８３号。

同前注瑏瑩，崔国斌文。

国家版权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载新闻出版总署官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ａｐｐ．ｇｏｖ．ｃｎ／ｇｏｖ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１０８１／８４４７９．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３日。

张洪波：《著作权法修订应解决哪些“硬伤”》，载《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２０１８年３月１日第００５版。



（二）香港地区
由于香港法律的普通法特性，其相关规定与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不同，但认定版权直接侵权的规则在

原理上是相通的。首先，必须确认行为人的行为是《版权条例》第２部第２分部“版权拥有人的权利”条文所
明确列举的行为之一。其次，必须确认行为人的作品与原作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ｃａｓｕ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即美
国法上的“在先接触”（ｐｒｉｏｒ　ａｃｃｅｓｓ）。最后，受限的行为必须针对作品本身或其实质性部分作出，即美国法上
的“实质性相似”（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瑐瑤 以下分析将围绕这一基本原理展开。

根据香港地区现行《版权条例》第４条，影视作品的字幕作为剧本的部分，以及漫画中的文字解读均为文
学作品（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ｓ），受版权保护。根据香港《版权条例》，电影（ｍｏｖｉｅ）是与影片（ｆｉｌｍ）不同的概念。电
影除了可被《版权条例》第７条所指之“影片”涵盖外，也可能被第４条中的“戏剧作品”所包含。这是由于香
港承继普通法系传统，并无邻接权概念，而是将影片、录音制品、广播、有线传播节目等都归入版权保护的范
畴。其将文学作品、戏剧作品、音乐作品和艺术作品这四大类归为“作者作品”（ａｕｔｈｏｒｉａｌ　ｗｏｒｋｓ），而将影片、

录音制品、广播、有线传播节目等归为“企业作品”（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ｗｏｒｋｓ）。与“作者作品”相比较，法律虽然
对“企业作品”没有原创性要求，但对其的保护程度也相对较低。这是因为后者被认为更多的是投资的产物，

而非创意的产物，因此保护也就仅及于“信号”（ｓｉｇｎａｌ）而非“内容”（ｃｏｎｔｅｎｔ）。瑐瑥 为了顺应《伯尔尼公约》的要
求，区别监控录像等摄录的片段和原创性极高的电影之间的区别，香港也将电影作为“戏剧作品”保护。作为
粉丝团体，字幕组自然不会试图掩盖翻译后的字幕文件与原作品间的联系，而翻译后的字幕文件必也须与原
作品相联系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接触”的存在是不难证明的。同理，漫画作品所含文字的扫描翻译也是如
此。根据香港法律，文学作品和戏剧作品的翻译行为是受改编权控制的专有行为，字幕组翻译并在网上传播
影视作品复制件的行为，可能侵犯原作品权利人的改编权、复制权、向公众发放权（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ｃｏｐ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以及向公众提供权。瑐瑦 由于字幕组的翻译包括了翻译行为和对原作品的复制的传播行为，现有的研
究及私人研习、批评、评论及新闻报导等版权例外情形均不适用。

在香港地区，文字续写、图画续画并在线下线上同时发布的行为，可能会侵犯原作品版权人的复制权、向
公众发放权、瑐瑧以及向公众提供权。根据香港《版权条例》第２９条的规定，仅文学作品、戏剧作品和音乐作品
的作者享有改编权，且改编权控制的行为仅涵盖翻译、戏剧作品转非戏剧作品、以及文字转为图画等整体性
转换。就小说续写而言，虽然小说属于文学作品，但文本添附或者元素借用行为并不能为改编权所覆盖。此
种较为限缩的改编权规定十分独特，与我国《著作权法》第１０条第１款第（１４）项的规定及《伯尔尼公约》第

１２条的规定相比范围更窄。这类借鉴了部分元素的行为是否侵权，也必须按个案的具体事实来判断。在文
字续写和图画续画中，作者的“致敬”态度明显，存在对原作品的“接触”自不待言。而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

的判断则需依个案情况判定，在此不再赘述。至于能否援引版权例外规定获得免责，要看其是否为版权例外
所涵盖（如为批评或评论某作品、评论时事或引用等目的），并且是否符合相关的豁免条件来综合断定。例
如，是否属于公平处理（ｆａｉｒ　ｄｅａｌｉｎｇ）版权作品，或者引用的程度不大于为该特定目的而所需要的程度等。也
就是说，香港的版权例外模式与美国的开放式合理使用模式相比，是一种半开放的模式。首先，某种具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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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瑤

瑐瑥

瑐瑦

瑐瑧

Ｋｅｎｎｙ　Ｗｏｎｇ　＆Ａｌｉｃｅ　Ｌｅ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Ｓｗｅｅｔ　＆ Ｍａｘｗｅｌｌ，２０１２，ｐｐ．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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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条例》第２６条“以向公众提供复制品（ｍａｋｉｎｇ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ｏｆ　ｃｏｐ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方式侵犯版权”第（２）款：在本部
中，凡提述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复制品，即提述藉有线或无线的方式提供，而如此提供的方法使公众人士可从其各自选择的地
点及於其各自选择的时间观看或收听该作品（例如透过一般称为电脑互联网服务的服务而提供作品的复制品）。……第（４）

款：在本部中，凡提述发放作品的复制品，包括发放原本的作品及发放电子形式的复制品。从此条来看，我国香港地区《版权
条例》规定的向公众提供权，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类似。

香港《版权条例》承认电子形式的复制品之发放亦构成“向公众发放”，而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发行权只涉及有形
的作品原件或复制件的发行，不包括信息网络传输复制件的的行为。参见王迁：《网络版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版，第３４—３５页。



用作品的行为须落入所列举的特定版权例外才有可能构成合理使用；其次，在一些以“公平处理”为名（如第

５４Ａ条“为公共行政的目的而公平处理”）或条文中指明了适用公平处理的特定例外中（如第３８条“研究及私
人研习”），其进一步提供了与美国合理使用的四因素几乎相同的判定模式，以配合该特定的版权例外情形的
适用。
由于涉及电影、连续剧等视听作品，香港地区有关视频拼接的版权规则与内地稍有不同。根据英国上诉

法院在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　ｖ　ＢＰ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ｔｄ一案的判决，构成影片有三个要求：第一，
其是一个图像序列；第二，该图像序列记录在某材料之上；第三，其可作为移动的图像展现。瑐瑨 由于音频视频
分享平台上的各类电影解说视频之作者（如香港的懒人Ｂｅｌｌ以及台湾的谷阿莫等）均在不同程度上截取了
电影的许多部分并配以解说，也就对原作品进行了复制。根据《版权条例》第２３条的规定，即使截取一帧的
内容，如其构成了原作品的“实质部分”，都可能被认定为是复制而涉嫌侵权。瑐瑩 这也是上述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Ｇｏｌｄ－
ｂｅｒ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　ｖ　ＢＰ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ｔｄ一案所确立的判例规则。从此角度看，通过截取长达数分钟的
影片内容，并用之来阐述整部电影的精华所在，即使制作人在评价时有投入其个人创作内容，但其也因利用
了原作的“实质性部分”而难以逃避侵权的嫌疑。此外，如果制作的视频是类似于 ＭＴＶ形式的音乐视频并
利用了一整轨受版权保护的音乐作品，也就不仅侵犯了音乐作品的版权，还可能会侵犯录音制品的版权。至
于是否属于版权例外的情况，则要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分别判断。例如引用的部分如果被认为是“实质性”
的，且所添加的评论以介绍性为主，则很难援引现有的版权例外规定来抗辩。
如果图片截图及改图中的图片是取材自电影、连续剧等视听作品，则如前文所述，根据《版权条例》第２３

条的规定涉及侵权。如果图片取材自《版权条例》第５条保护的“艺术作品”，如画作、照片这类作品，那么这
种直接利用原作或主要部分进行修改拼接，并于网络上传播的行为可能会侵犯原作的复制权、向公众发放权
以及向公众提供权。至于是否能援引公平处理抗辩，根据现行《版权条例》，如果截图、改图不涉及原作实质
部分，且以批评、评论以及时事报导的方式进行利用则可免责。瑑瑠

就直播来看，未获授权通过网络串流直播热播电影和剧集、翻唱受版权保护的歌曲或直播打游戏，根据
香港现行的《版权条例》很难得出其构成侵权的结论。这是因为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新兴的利用版权作品的行
为，如果不符合特定版权权项的要求，就不构成侵权。直播者如未获许可而在直播中展示受版权保护的作品
是否构成侵权，存在着三种错误的观点。第一种认为构成以“广播”的方式侵犯作品版权。这种解读方式对
“广播”的定义存在着误解，因为《版权条例》第８条明确规定，广播系指“藉无线电讯传送”，而网络这一新的
“有线”传播媒介则明显不在其规制范围内。瑑瑡 第二种认为可能构成以“公开表演、放映或播放作品方式”侵
犯作品版权。瑑瑢 这种对“表演”的理解误解了立法原意，因为此处的“公开”指的是“现场”，也即要求表演（包
括机械表演）发生地有观众出席，而网络直播显然无法满足这一要求。瑑瑣 第三种认为构成以“向公众提供复
制品”的方式侵犯作品版权。这一观点也不成立，是因为直播也不满足交互式传播的要求。这也正是香港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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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瑩

瑑瑠

瑑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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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　ｖ　ＢＰ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ｔｄ［１９８１］ＲＰＣ　２８３．
《版权条例》第２３条（因复制而侵犯版权）第（４）款：就影片、电视广播或有线传播节目而言，复制包括制作的构成该影

片、广播或有线传播节目的全部或任何实质部分的任何影像的照片。
《版权条例》第３９条“批评、评论及新闻报导”：（１）为批评或评论某一作品或另一作品或批评或评论某一作品的表演

而公平处理该某一作品，只要附有足够的确认声明，即不属侵犯该某一作品的任何版权，而就已发表版本而言，亦不属侵犯其
排印编排的版权。（２）为报导时事而公平处理某一作品，只要附有足够的确认声明（除第（３）款另有规定外），不属侵犯该作品
的任何版权。（３）藉声音纪录、影片、广播或有线传播节目报导时事，不须附有确认声明。”

我国内地亦存在同样的问题。参见王迁：《我国＜著作权法＞中“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重构》，载《重庆工学
院学报（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９期。

《版权条例》第２７条“以公开表演、放映或播放作品方式侵犯版权”：（１）公开表演有关作品是受文学作品、戏剧作品或
音乐作品的版权所限制的作为。（２）在本部中，就作品而言，“表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包括讲课、讲话、演说或讲道；及（ｂ）

一般而言，包括藉任何视像或有声方式表达，并包括藉声音纪录、影片、广播或有线传播节目表达。（３）公开播放或放映有关作
品，是受声音纪录、影片、广播或有线传播节目的版权所限制的作为。

Ｌｉｏｎｅｌ　Ｂｅｎｔｌｙ，Ｂｒａｄ　Ｓｈｅｒｍａｎ，Ｄｅｖ　Ｇａｎｇｊｅｅ，＆Ｐｈｉｌｌｉｐ　Ｊｏｈｎｓ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ａｗ，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５ｅｄ．，２０１８，ｐ．１５７．



图修改其《版权条例》的原因之一。
我国于２００７年６月加入１９９６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ＷＩＰＯ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Ｔｒｅａｔｙ，简称 ＷＣＴ）

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ＷＩＰ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ｈｏｎｏｇｒａｍｓ　Ｔｒｅａｔｙ，简称 ＷＰＰＴ）。
其后我国政府通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日起，这两部重要的国际版权条约的条款将延伸适
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瑑瑤 为履行条约义务并改善版权保护环境，香港地区着手对《版权条例》进行修订。此
次修订的第一个版本是《２０１１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以下简称《２０１１年草案》）。到了２０１２年５月才正式
向立法会提交修订《２０１１年草案》。权利人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ＩＳＰ）都有各自不同的意见，因此《２０１１年草
案》引起了较大的争议。《２０１１年草案》中引起的最大争议是所建议增设的第２８Ａ条“以向公众传播方式侵
犯版权”。现行《版权条例》第２８条所规制的侵权传播行为仅限于广播作品和将作品包括在有线传播节目服
务内等特定形式的传播，第２８Ａ条将所规制的侵权传播行为扩张至以任何电子形式进行的传播，《２０１１年草
案》还建议增设第１１８条第（８Ｂ）款，将商业、非商业的向公众传播行为入罪。如果草案获得通过，直播的行
为即可为这一新设的侵犯版权的方式所囊括。
就修订草案总体而言，由于香港社会长期处于包容民主的氛围，许多香港市民对利用现有作品（图片、音

乐、影片片段等）进行政治戏仿、评论已经屡见不鲜。由于二次元文化的普及，以及爱好者交流的日益深入和
作品发布平台的成熟，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各式“同人志”、“翻唱”、“改图”、“直播”等爱好群体，所涉人员之多
超乎想象。当发现《２０１１年草案》中并没有加强版权例外的条款时，基于《２０１１年草案》可能影响言论自由的
担忧，香港的网民们对修正案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立法会中的泛民代表采取了“拉布”（ｆｉｌｉｂｕｓｔｅｒｉｎｇ）的方
式，瑑瑥成功地阻挠了《２０１１年草案》，使其无法于２０１２年５月立法会休会前通过。
香港特区政府于２０１３年重启咨询，并于２０１４年６月提出了《２０１４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以下简称

《２０１４年草案》）。吸取上次失败的教训，《２０１４年草案》针对网民的诉求作出了较大的改动，除了包括《２０１１
年草案》所提议增设的第２８Ａ条“以向公众传播方式侵犯版权”之外，还增加了包括戏仿（ｐａｒｏｄｙ）、讽刺（ｓａｔ－
ｉｒｅ）、营造滑稽（ｃａｒｉｃａｔｕｒｅ）和模仿（ｐａｓｔｉｃｈｅ）在内的版权保护例外。其中的戏仿、讽刺、营造滑稽及模仿的版
权例外是此次修法的重点所在。然而，这一让步却未能平息纷争。因为许多网民以及立法会的泛民代表认
为，提议中的“戏仿、讽刺、营造滑稽和模仿”例外与他们所期待的一揽子 ＵＧＣ例外不符，许多非以上形式的
“二次创作”内容无法被此次修法中的版权保护例外所涵盖，因而也就无法为二次创作人群体的言论自由提
供充分的保护。瑑瑦 版权人群体则认为，一个过于宽泛的一揽子 ＵＧＣ例外，将导致互联网服务商以用户上传
的内容可能为ＵＧＣ例外所覆盖为借口，逃避支付许可费来牟利。瑑瑧 最终，《２０１４年草案》再次因为泛民议员
在立法会上的“拉布”行为而流产。

三、著作权法在处理ＵＧＣ问题中的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许多形式的 ＵＧＣ不论按中国内地法律还是按香港地区法律都是构成侵权的。
但是尽管如此，网络ＵＧＣ创作仍十分广泛地存在。这似乎可以得出应当进一步加强版权人在网络环境下
的权利保护的结论，这也为两地的修法动议提供了依据。计算机技术和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促使人类社
会产生了深刻的变革，也改变了作品创作和传播方式，传统版权保护制度面临新的挑战。不论在中国内地还
是在香港地区，修订版权法的理由是相似的。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之《送审稿》通过第１３条中所规定的“表演权”和“播放权”，基本实现了将所

有电子形式的向公众传播作品行为纳入著作权人专有权利控制的范围，这与香港《２０１４年草案》所建议增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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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瑤

瑑瑥

瑑瑦

瑑瑧

《中国将“互联网条约”延伸适用于香港》，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ｚｈ／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２００８／ａｒｔｉｃｌｅ＿００４６．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３日。

又称“冗长演说”，指议员在议会利用议事规则，拖延某些其所反对之议案的行为。
《二次创作权关注组对＜２０１４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之意见书》，载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ｅｇ－

ｃｏ．ｇｏｖ．ｈｋ／ｙｒ１３－１４／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ｃ／ｂｃ１０６／ｐａｐｅｒｓ／ｂｃ１０６１０２５ｃｂ４－６７－１１５－ｃ．ｐｄｆ，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３日。
《立法会参考资料摘要＜２０１４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第１９段，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工商及

旅游科官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ｅｄｂ．ｇｏｖ．ｈｋ／ｃｉｔｂ／ｄｏｃ／ｓｃ／ＬｅｇＣｏ＿Ｂｒｉｅｆ＿２０１４＿ｃ．ｐｄｆ，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３日。



的第２８Ａ条“以向公众传播方式侵犯版权”的规定类似。在版权例外部分，《送审稿》将《著作权法》第２２条
第１款第（１）项“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修改为了第４３条第１款第（１）项“为
个人学习、研究，复制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的片段”，极大地限缩了个人使用例外，将以纯粹欣赏为由的利用
行为排除在外，利用手段仅限制于“复制”，且只能利用“片段”。在《著作权法》第２２条第１款第（２）项“为介
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之后，《送审稿》在第４３条第

１款第（２）项加入“引用部分不得构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或者实质部分”。
此外，《送审稿》还在第４３条第１款增加第（１３）项“其他情形”作为兜底条款，并增加类“三步检验法”作

为第４３条第２款。瑑瑨 结合第４３条第１款第（１３）项的“其他情形”和第４３条第２款的类“三步检验法”，《送审
稿》构造出了一个开放式的合理使用判定规则。然而，从系统解释的角度来看，我们无法得出“其他情形”可
以包括戏仿、讽刺等ＵＧＣ创作行为的结论，因为前面所讨论之各种形式的 ＵＧＣ对原作品利用的行为都可
为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的１２种例外情况所评价。例如，从行为的性质上看，戏仿、讽刺、营造滑稽和模仿使
用方式，是包含在《著作权法》第２２条第１款第２项所谓“介绍”、“评论”范围之内的。
正如香港《２０１４年草案》在《版权条例》第３９条有关“批评、评论及新闻报导”的规定之后增加第３９Ａ条

有关“戏仿、讽刺、营造滑稽或模仿使用”例外的规定，英国１９８８年《版权、设计与专利法》（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Ｄｅ－
ｓｉｇｎ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ｅｎｔｓ　Ａｃｔ　１９８８）在第３０条有关“批评、评论及新闻报导”的规定之后增加第３０Ａ条有关“营造滑
稽、戏仿或模仿使用（ｃａｒｉｃａｔｕｒｅ，ｐａｒｏｄｙ　ｏｒ　ｐａｓｔｉｃｈｅ）”例外的规定。这表明，香港和英国的立法者都认为戏
仿等利用作品的行为与“批评”、“评论”具有相同的本质，因此应在同一条项下进行定性。这是法律本身体系
化的要求。但是，从立法语言和原意来看，现行香港《版权条例》第３９条以及英国１９８８年《版权、设计与专利
法》第３０条的例外规定针对的都是传统的文学批评和评论。即使戏仿、讽刺、营造滑稽和模仿等使用方式能
被“批评”和“评论”所涵盖，此条例外规定往往不能正确评价 ＵＧＣ等由新的科学技术引发的利用作品的新
方式，因而有必要为新的利用方式开列新的版权例外规则。
在我国内地，如果某种类型的ＵＧＣ能够为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的１２种例外所评价，也就不属于第４３

条第１款第（１３）项“其他情形”的调整范围。亦即，我国《送审稿》中的“其他情形”，是所列１２种例外之外的
“其他情形”。如果某种类型的ＵＧＣ能被明确列举的１２种例外所评价，就没有“其他情形”的适用空间。基
于相同的原因，虽然带有戏仿、讽刺、营造滑稽和模仿特质的ＵＧＣ创作行为能够为“介绍”、“评论”例外所覆
盖，但由于受到传统上对“介绍”、“评论”的理解之约束，往往导致无法公正评价 ＵＧＣ创作行为。而我国《送
审稿》提议增设“其他情形”为第（１３）项，由于上述原因，也无助于解决此问题。
因此，与香港的《２０１４年草案》相比，我国《送审稿》有关著作权例外的规定适用范围更小。在香港和英

国均不断延展其例外列表以适应科技发展带来的新问题时，我国《送审稿》却对个人使用的自由进行了进一
步限制。虽然《２０１４年草案》有关版权例外的规定适用范围更广，但这种涉及个体使用作品自由的修法动议
在香港引出的风波不断，而包含更为限缩的著作权例外的《送审稿》在内地却未见引起相关的讨论。之所以
如此，主要是跟两地立法模式之不同以及群众参与发声的传统不同有关。触动香港“拉布”导致修法的失败，
与其说是法案本身的缺陷所致，不若说是政治僵局所引发。这就说明，两地有关版权例外规定存在的差异，
与民众是否不满没有相关关系，也并不是引起民众不满的真正理由。如果政府无法消解民众对复杂的版权
规则可能不利于ＵＧＣ创作之担忧，那么仅仅修改法律和完善版权例外规则就难以平复民众的不满。
因此，立法者除了应该进一步回应法案所存在的不足之外，还应该看到法律作为解决方案的局限性，寻

找超越法律的解决方案，以彻底回应民众的诉求。我们发现不论是在中国内地还是在香港地区，版权人大多
仅针对商业盗版以及平台等间接侵权人而非针对个体提起诉讼。版权人很少针对个体提起侵权诉讼，我们
认为有以下原因：
首先，由于科技的发展以及教育的普及，现在潜在的创作者数量十分可观，但就个体侵权的个案而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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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颖等：著作权法修订中的“用户创造内容”问题———以中国内地与香港的比较为视角

瑑瑨 考察我国著作权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进程，可以发现在１９９１年《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２７条中即有相类似的“所引
用部分不能构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者实质部分”的规定，在１９９１年《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２９条、２００１年《著作权法实
施条例》第２１条的规定中也早有类“三步检验法”的相关规定。



仅其可能造成的损害很小，对其提起法律诉讼也是不符合成本效益的行为。瑑瑩 在网络时代“生产者即消费
者”（ｐｒｏｓｕｍｅｒ）的社会环境下，版权人所针对的个体，极有可能就是自家产品所面对的潜在消费者群体。从
创作者的角度而言，其所创作的这类衍生作品大多是随性之作，对其而言往往并没有多大价值，这也就使得
他们面对请求授权所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时，往往会基于侥幸心理而选择侵权。瑒瑠

其次，许多在先研究所主张之“一份盗版复制即意味着一份收入损失”之观点似乎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

虽然有学者指出，视听作品的盗版的确会对整体电影票房造成负面的影响，瑒瑡但是现有的研究并不能完全证
明，上述提及的ＵＧＣ必然会对版权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害。有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比 ＵＧＣ更为严重的
商业性盗版与唱片的销量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反而有证据证明，正版在近些年的销量正在回升。瑒瑢 就此
而言，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结论仍存在争议，有待进一步的科学论证。

最后，内容提供方也意识到了这一存在大量潜在侵权可能却难以处理的问题，并已经采取了一定的策
略。整体而言，内容方迫于大环境压力，往往对个人侵权者持容忍态度。面对持善意的爱好者或支持者侵权
时，内容方采取的态度是回避或无视。例如，在宝树续写刘慈欣的《三体》并出版发表的事件中，刘慈欣曾对
宝树未经许可就在网上发表《三体》的续作表示不满，但其最终还是默许了其后的商业出版行为；旭日阳刚组
合因一段翻唱自汪峰所创作的《春天里》一曲而获得了极高的关注，而汪峰在初期并没有制止二人，反而还携
二人上了春节联欢晚会。香港知识产权署也曾在有关《２０１４年草案》的解释中指出，部分电子游戏发展商也
对使用者在网上直播打游戏表示容许和欢迎，以吸引更多用户。瑒瑣 即使是面对可能对原作品造成负面影响
的戏仿等衍生创作，著作权人起诉维权的时候也屈指可数。就《馒头》案而言，陈凯歌曾威胁要对短视频作者
胡戈提起诉讼，最后也不了了之。

从以上分析可知，就总体解决ＵＧＣ问题而言，两地的版权法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除了选择起诉
直播产业中出现的商业性未授权利用版权作品的行为仍“有利可图”之外，并没有多少权利人直接起诉ＵＧＣ
创作者侵权。就提供指引方面，由于著作权规则的日渐复杂和合理使用认定的模糊性，导致权利人和 ＵＧＣ
创作群体各执一词，发展出极具自我意识的“合理使用”解释。而由于直接提起诉讼的不经济，又造成了著作
权人滥发律师信、滥用“通知－移除”程序的全球性现象，从而发展出一个“灰色地带”（ｇｒｅｙ　ａｒｅａ）。瑒瑤 这实际
上反映了不再是版权法“该如何管”ＵＧＣ问题，而是“管不管得了”这一“ＵＧＣ困境”。如果从更宽的视野来
看ＵＧＣ问题，就会发现ＵＧＣ问题是数字科技所引发的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问题，而仅靠版权法不可能完全
解决这一问题。

在互联网时代，利用版权法解决“ＵＧＣ困境”，应当以版权法基本理论为基础，以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为
前提，为定纷止争提供合理的依据。在互联网时代，版权保护例外的加强与版权保护的加强同样重要。据
此，虽然不论是戏仿版权例外还是一揽子“用户创造内容”例外都还存在某些值得商榷的技术问题，但是，无
论香港《版权条例》未来采纳了何种模式，都是一种进步。希冀借力版权法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解决 ＵＧＣ
所引发的争论，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理的。正如论者所言，“言论自由固然重要，然而版权条例修订并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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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瑩

瑒瑠

瑒瑡

瑒瑢

瑒瑣

瑒瑤

Ｔｉｍ　Ｗｕ，Ｔｏｌｅｒａｔｅｄ　Ｕｓｅ，Ｔｈｅ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ｔｈｅ　Ａｒｔｓ，Ｖｏｌ．３１，２００８，ｐ．６３０；Ｐａｍｅｌａ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Ｔｈｅ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２５，２０１０，ｐ．１２３０．

Ｅｄｗａｒｄ　Ｌｅｅ，Ｗａｒｍｉｎｇ　ｕｐ　ｔｏ　Ｕｓ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００８，２００８，ｐ．
１４８６．

Ａｒｔｈｕｒ　Ｓ．Ｄｅ　Ｖａｎｙ　＆ Ｗ．Ｄａｖｉｄ　Ｗａｌｌ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ｏｖｉｅ　Ｐｉｒａｃｙ　ｏｎ　Ｂｏｘ－Ｏｆｆｉｃｅ　Ｒｅｖｅｎｕｅ，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０，２００７，ｐ．２９．

Ｆｅｌｉｘ　Ｏｂｅｒｈｏｌｚｅｒ－Ｇｅｅ　＆Ｋｏｌｅｍａｎ　Ｓｔｒｕｍｐｆ，Ｆｉｌ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ｉｎ　Ｊｏｓｈ　Ｌｅｒｎｅｒ　＆Ｓｃｏｔｔ　Ｓｔｅｒｎ　ｅｄｓ．，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ｐ．１９－５５．

《＜２０１４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 事实与真相》，载香港知识产权署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ｄ．ｇｏｖ．ｈｋ／ｃｈｉ／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Ｑ＿Ａ＿ＦＡＴ＿２０１４．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３日。

Ｔｉｍ　Ｗｕ，Ｔｏｌｅｒａｔｅｄ　Ｕｓｅ，Ｔｈｅ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ｔｈｅ　Ａｒｔｓ，Ｖｏｌ．３１，２００８，ｐ．６１７．



个合适的论坛”。瑒瑥 有关版权权利限制部分，香港《２０１４年草案》比内地《送审稿》更为合理。内地《送审稿》之
权利限制部分，仍存在诸多可改进的空间。我国《著作权法》应当在第２２条第１款第２项“为介绍、评论某一
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中增设戏仿、讽刺、营造滑稽及模仿使用之
版权保护例外，为这一公民在数字时代所惯用的表达方式提供法律保护。

四、版权产业链在处理ＵＧＣ问题中的作用

虽然《２０１４年草案》能解决如戏仿、讽刺、营造滑稽及模仿等带有明确转换性特征的 ＵＧＣ问题，但对其
他类型的ＵＧＣ，如明显侵权却由于经济考量等原因而无法处理的 ＵＧＣ作品才是最难解决的。法律并非万
能。法律规范控制的限制性质（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还会扼杀颇具助益的拓展和尝试。瑒瑦 在版权法中，合理
使用的判断是一个高度个案化的问题，在未经法院审理判决之前，任何人都无法轻易对各类与版权作品相关
的新利用方式下定论。诚然，通过诉讼过程中的教义学式的法条解读及梳理，也许可以为各种 ＵＧＣ找到法
律定位，判定何者落入合理使用，何者落入改编权范畴而需要获得许可。瑒瑧 但此种解决方案仍主要依靠法院
的个案判决，并不能完全制止各类未经授权且存在侵权可能的 ＵＧＣ不断生成，也无助于缓解著作权人与

ＵＧＣ创作者之间的冲突。

对版权人而言，狭隘地理解保护产权而不去考虑版权制度促进知识传播和公众学习之目的，就意味着要
最大限度地减少潜在侵权者，而过高的交易成本使得针对个体采取法律手段变得不可欲。因交易成本的考
量，版权人对个别 ＵＧＣ创作者的法律警告，对 ＵＧＣ创作者整体无法起到威慑效果，不仅无法彻底消除

ＵＧＣ的侵权隐患，而且会影响ＵＧＣ创作者及其受众群体对原作品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认同感，甚至引发
逆反心理。认识到这点，不论对内地修法还是对香港修法都十分重要。

我们认为，要解决戏仿、讽刺、营造滑稽及模仿使用之外的 ＵＧＣ问题，除了依靠修订法律这一途径之
外，还可以通过市场以及许可的方式获得恰当的解决。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Ｔｉｍ　Ｗｕ指出，目前对版
权产品的使用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他称之为“容忍使用”（ｔｏｌｅｒａｔｅｄ　ｕｓｅ）———即目前存在着大量价值极低、

由于交易成本过高而难以促成许可出现的侵权使用，而版权人由于成本收益的考量只能容忍其存在和发展，

而无有效手段进行规制。瑒瑨

就商业化的个人利用行为，如签约主播通过在网络平台进行直播的方式进行的演唱、播放版权视听作
品、展示打游戏过程等行为，可以通过直接追究直播平台的责任之方式解决。瑒瑩 在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
诉珠海多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虽然法院认定平台主播直播受版权保
护的作品的行为构成直接侵权，但仍判定多玩公司作为网络直播服务经营者，没有及时制止侵权行为，存在
过错，构成帮助侵权。瑓瑠 就非商业化的个人利用行为而言，则可以通过平台或者游戏本身的用户许可协议来
约束用户的行为。瑓瑡 香港知识产权署在有关《２０１４年草案》的解释中指出，“市场的发展模式，已可合理保障
使用者翻唱”，瑓瑢并举ＹｏｕＴｕｂｅ所采用的“在先许可模式”为例来说明传播翻唱视频可用市场的方式获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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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瑥

瑒瑦

瑒瑧

瑒瑨

瑒瑩

瑓瑠

瑓瑡

瑓瑢

关文伟：《“用户衍生内容”例外与香港版权条例修订》，载李亚虹主编：《版权、网络和权利平衡》，香港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版，第７５页。

［美］Ｅ·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２２页。

同前注②，熊琦文。

同前注瑒瑤，Ｔｉｍ　Ｗｕ文，第６１７－６２０页。

黄晓宇：《主播直播网剧，平台被判侵权》，载《北京晨报》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３日第Ａ０３版。
“珠海多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２０１６）京０１０８民初

６６７９号。

同前注瑏瑩，崔国斌文。
《＜２０１４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事实与真相》，载香港知识产权署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ｄ．ｇｏｖ．ｈｋ／ｃｈｉ／ｉｎｔｅｌｌｅｃ－

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Ｑ＿Ａ＿ＦＡＴ＿２０１４．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３日。



决。瑓瑣 香港知识产权署也以同人志等ＵＧＣ形式为例指出，“在现行版权制度下，本地漫画界一直以包容的态
度看待同人作品。……有些版权拥有人亦同意他们分享、推广甚至是小规模地售卖自己的同人作品。一些
版权拥有人同时会在这些活动中物色具有天份的新人。业界和同人爱好者显然已找到一定的平衡”。瑓瑤 这
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Ｔｉｍ　Ｗｕ教授所称之“容忍使用”的普及。

但是，目前版权人所表现出的“容忍”多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也缺乏具体的应对策略。其“容忍”与其说
是一种策略，不如说是一种不得不为成本考虑，“容忍”明显优于“起诉”。虽然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一定
程度的“容忍”对作品在市场上的初期推广有一定帮助，但目前版权产业所采取的被动容忍策略，远难以应对
新科技与新商业模式所带来的层出不穷的挑战。如果不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目前“容忍”所带来的益处不
但不能持续，反而有损害版权人的可能。例如，蹩脚的低水平翻译和明显带有负面影响的拼贴作品，将对版
权人作品之声誉造成损害，可能会使潜在的消费者对作品的价值产生误判。一方面，“容忍”的做法并未从根
本上解决大规模网上侵权的问题，只不过是一种回避的方法。容忍大量违法行为的存在而不去处理，与法治
国的理想设定相悖。正如戈斯汀（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所言，“通过一部无法执行的法律就是一项有害的政策，因为如
此法律将损及人们对于可执行法律的忠诚度”。瑓瑥 消极应对的“容忍”将使版权人一直处于“追赶变化”的状
态，不利于预测变化并制定长远的应对策略，不利于固定化并商业化 ＵＧＣ所可能带来的利益。如果版权人
不采取介入措施，不仅忠诚的用户是否会出现将变得难以预测，也难以及时应对那些未经指引创作出的良莠
不齐的ＵＧＣ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２０１４年，土豆网作为《美国之声》的正式授权平台，擅自将人人影视字幕组所翻译的字幕用于其所获授
权之正版视频之上，由此引发了一个获正式授权方是否有权随意使用未获授权之字幕翻译的问题。按照现
有的著作权理论，无法得出“未获授权之衍生作品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结论，而只能认为土豆网和人人影视
字幕组双方都存在侵权可能。正如两方之间所爆发的矛盾所展示的那样，仅靠消极的容忍手段，而不积极建
立联系并取得互信，原作品的版权人和ＵＧＣ创作者都无法合法地互相利用对方所创作出来的作品。瑓瑦 版权
人应在采取“滥发律师信”以及“滥用通知—移除机制”等诉前对抗性手段之前，与对方积极沟通，为其提供更
多的选择。但建立联系并取得互信并不容易，需要借助精确设计的合同、许可或者类似的规范条款和政策来
规范ＵＧＣ创作活动。瑓瑧 否则，用户创作的随机性和任意性可能会导致许多不可控的、版权人所不欲的不利
影响。

在日本，虽然漫画产业市场中存在着有明显侵权嫌疑的同人志作品，著作权人并没有直接诉诸法律手
段，而是积极介入并引导，并在著作权人和同人志作者间建立联系并加以控制，以降低事件升级并进入法院
的可能。瑓瑨 但日本的策略与其市场大小有关，并不具有普适性。因此，版权人应当因应行业发展之需求，开
发出灵活的授权许可条款来规范对其作品的各类利用行为。此外，版权人还应该灵活利用“声明”等非法律
手段来实现版权政策的阶段性调整。瑓瑩 例如，著作权人可以通过在官网发布“声明”的自我约束方式，承诺
“不追究在限定时间、限定区域内的特定利用行为”之侵权责任，灵活地调整自身的版权策略，以适应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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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瑣

瑓瑤

瑓瑥

瑓瑦

瑓瑧

瑓瑨

瑓瑩

何天翔：《音视频分享网站的版权在先许可研究———以美国Ｙｏｕ　Ｔｕｂｅ的新版权商业模式为例》，载《知识产权》２０１２
年第１０期。

《＜２０１４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 事实与真相》，载香港知识产权署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ｄ．ｇｏｖ．ｈｋ／ｃｈｉ／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Ｑ＿Ａ＿ＦＡＴ＿２０１４．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３日。

［美］保罗·戈斯汀：《著作权之道———从谷登堡到数字点播机》，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０８页。

李含、仇飞：《未获授权作品也有著作权》，载《法治周末》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４日。

具体设计可参考音视频分享网站与版权方所签订的在先许可实践。同前注瑓瑣，何天翔文。

Ｔｉａｎｘｉａｎｇ　Ｈｅ，Ｆａｎｓｕｂ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Ｎｏ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Ｏｒｅｇ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１６，２０１４，ｐｐ．３３５－３４６．

例如，特斯拉公司于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７日在其官方博客上发布的“开放所有特斯拉专利”一文所采用的策略。值得注意
的是，此处的“开放”指“不对任何怀有善意使用我们技术的企业发起专利诉讼”，而非“放弃”。参见Ｅｌｏｎ　Ｍｕｓｋ，Ａｌｌ　Ｏｕｒ　Ｐａ－
ｔｅｎｔ　Ａｒｅ　Ｂｅｌｏｎｇ　Ｔｏ　Ｙｏｕ，载Ｔｅｓｌａ官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ｅｓｌａ．ｃｏｍ／ｚｈ＿ＨＫ／ｂｌｏｇ／ａｌｌ－ｏｕｒ－ｐａｔｅｎｔ－ａｒｅ－ｂｅｌｏｎｇ－ｙｏｕ，最后访问
时间：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３日。



市场战略需求。在版权贸易全球化背景下，对应不同的市场采取不同的版权策略，应当是行业通识。对包括
版权作品在内的任何产品而言，忠诚而稳定的消费者群体不可或缺。由于数字时代“生产者即消费者”的出
现，传统的消费者与创作者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对 ＵＧＣ创作者推行强硬的知识产权策略，无疑站在了消费
者的对立面，对初期推广极为不利。正如施蒂格利茨（Ｓｔｉｇｌｉｔｚ）所言：“被忽视比财产被盗窃更糟糕”。瑔瑠 因
此，在版权产品刚进入市场（特别是外国市场）之时，可以采取较为宽松的版权策略，通过“声明”向关注者表
达不追究的承诺，允许用户在特定期限、空间内进行特定的利用行为，或完全不追究包括商业盗版在内的所
有利用行为。然后，在占据市场之后，可以再通过“声明”来灵活调整版权策略。

结语

“用户创造内容”所产生的问题并非仅靠修订法律所能解决，一个综合的、有赖于不同主体于不同阶段采
取不同措施来应对的解决方案，才有可能全面地解决此问题。版权人应提前介入版权产品的市场化阶段，并
与ＵＧＣ创作者达成良好的沟通与合作，为其提供更多的选择，从而真正实现版权人与 ＵＧＣ创作者之间的
共享共赢。这不仅有助于厘清ＵＧＣ创作者群体对修法将会导致的版权滥用的担忧，也有助于减轻法院负
担，使大部分可能的纠纷在诉前即通过合作的模式获得解决。
此设想也与“开放式创新”瑔瑡的企业管理理念相吻合。ＵＧＣ不仅带来了侵权的隐患，也为版权人带来了

创新的机遇、人才储备和新的市场前景。从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考虑，仅仅依赖法律来解决

ＵＧＣ问题是不够的。正如劳伦斯·莱斯格（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Ｌｅｓｓｉｇ）所提议，合并考量法律、用户社区活动政策的
构建、市场以及商业模式的变化和升级对解决问题带来的影响，瑔瑢这股合力才有可能提供一个最终解决方
案。目前将ＵＧＣ创作者视为法律破坏者的态度，最终将会被合作的模式所取代。每一个层次的解决方案，
都将在特定的阶段部分解决这一问题。而随之而来的版权法律理念的变革，或许能为世界其他法域解决“用
户创造内容”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ｓ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ＵＧＣ）ｉｓ　ａ　ｔｙｐ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ｒｉｇｇ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ｍ－
ｐａｎｙｉｎｇ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ｍｏｓｔ　ＵＧＣ　ａｒ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ｙ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ＵＧＣ　ｉｓ　ａｌｓｏ　ｆｉｒｍ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ｕｓｅ" ｔｈａ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ｆｒｏｍ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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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颖等：著作权法修订中的“用户创造内容”问题———以中国内地与香港的比较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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